
 

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吗？*

—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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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 章 采 用 中 国 私 营 企 业 调 查 数 据 ， 分 析 和 检 验 了 行 业 协 会 对 民 营 企 业 慈 善 捐 赠

行 为 的 影 响 。 研 究 发 现 ， 在 控 制 其 他 因 素 的 前 提 下 ， 加 入 行 业 协 会 的 民 营 企 业 比 没 有 加 入 行

业 协 会 的 民 营 企 业 进 行 了 更 多 的 慈 善 捐 赠 ， 反 映 出 慈 善 捐 赠 是 民 营 企 业 对 其 所 面 临 的 组 织

情 境 的 一 种 策 略 性 回 应 。 在 采 用 处 理 效 应 模 型 和 倾 向 得 分 匹 配 法 来 克 服 内 生 性 影 响 ， 以 及

改 变 变 量 的 测 度 方 式 后 ， 上 述 结 果 仍 然 稳 健 。 进 一 步 的 分 析 表 明 ， 行 业 协 会 可 以 通 过 党 组 织

这一路径，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

正 向 影 响 ， 但 是 前 者 的 影 响 效 应 并 不 如 后 者 。 文 章 的 研 究 结 论 为 转 型 时 期 中 国“两 新 组 织”

的 党 组 织 角 色 和 作 用 提 供 了 直 接 的 经 验 证 据 ， 尤 其 是 为 行 业 协 会 可 以 构 成 稳 定 地 影 响 企 业

行 为 的 制 度 性 力 量 这 一 命 题 提 供 来 自 转 型 国 家 的 经 验 证 据 ， 因 而 具 有 明 显 的 政 策 含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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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慈善捐赠通常被视为一种高级的企业社会责任（陈迅和韩亚琴，2005），在调节贫富差距、缓

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梁建等，2010）。在中国，自 2007 年以来的统计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的捐赠金额一直占到企业慈善捐赠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了慈善事业的主

力军（陈凌和陈华丽，2014）。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要积极开展与企业生产效率没有直接关系的

慈善捐赠？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动机（山立威等，2008；Jia 和 Zhang，2014）、政治动因（Shleifer 和

Vishny，1994；戴亦一等，2014）以及管理层机会主义（陈凌和陈华丽，2014）角度进行了解释。但需

要注意的是，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组织行为，实质上涉及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内

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罗党论和唐清，2009），体现了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互动结果（蔡

欣怡，2013）。在现阶段的中国情境下，慈善捐赠可能更多的是企业对其所面临的政治制度和社

会文化的一种策略性回应（Husted 和 Allen，2006），对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市场中的民营

企业来说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受到政策上的歧视，缺乏稳定的合法性地位，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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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恶劣（眭文娟等，2015）。①为了得到市场和社会的认可，民营企业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彰

显其合法性。其中，加入行业协会成为了私营企业，尤其是那些没有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等政

治身份的企业主的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是让行业协会帮助其找到被行业认可的身份归属，通

过行业抱团的规模效应来增强其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得生产经营的合法性，

得到保护并分享行业利益，从而改变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陈健民和丘海雄，1999；田志

龙等，2007）。在这种情形下，有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已经成为了社会治理和社会规范的一种替代

机制（刘凤军，2003）。一方面，它可以更好地保护行业内企业的正当权益，帮助企业获取关键资

源；另一方面，根据交换逻辑，作为提供这些保护机制的交换，行业协会往往会要求企业进行慈

善捐赠，进而提高整个行业的社会美誉度（Waarden，1992）。为了维护和强化与行业协会之间的

关系，民营企业会积极回应行业协会的要求，参与慈善捐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协会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部分行业协会存在经费和资

源短缺、内部治理混乱、行业自律性不高、社会公信度差等问题（郭小聪和宁超，2017），导致其对

企业行为的影响可能非常有限。此外，中国的行业协会毕竟不是企业利益整合的主要工具（纪莺

莺，2013），它能否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等行为的制度性力量仍然有待考证。尽管已有

文献发现行业协会或者行业身份与企业慈善捐赠额度呈显著正向关系（高勇强等，2011；眭文娟

和张慧玉，2015），但这些文献并没有深入探讨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机制，也没有

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 2010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

证检验了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拓展了行业协

会与会员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行业协会及其通过党组织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研究。

本文为转型期中国行业协会和“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角色和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②尤其

是为行业协会可以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性力量这一命题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

证据。第二，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从企业慈善捐赠作为内生于其所

处制度环境的一种组织行为这一视角出发，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潜在的

内生性问题，揭示了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对其捐赠行为的正向影响效应。尽管已有较多文献研究

了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戴亦一等，2014；杜勇和陈建英，2016），但是鲜有文章探讨民

营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联关系与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尽

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

后者。第三，尽管已有学者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来研究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高

勇强等，2011；陈凌等，2014），但以往相关文献仅使用某一年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

除了采用 2010 年数据进行基准分析外，还采用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2 年共 4 次调查数

据进行了稳健性分析，以尽可能克服截面数据的缺陷，从而确保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行业协会的性质及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从起源的角度说，行业协会是企业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互益型商业利益社团

（Waarden，1992）。行业协会将具有经济关联性和利益共同性的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聚集在一起，

 
①2017年 9月 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提出要稳

定企业家预期，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和市场环境，可以预期这一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②“两新组织”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

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学术性社团、行业性社团等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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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化的规则来理顺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激励和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促使不同的企业

为 了 共 同 利 益 而 相 互 合 作 ， 成 为 了 弥 补 政 府 失 灵 和 市 场 失 灵 的 另 一 种 治 理 形 式 （Doner 和

Schneider，2000）。虽然行业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外部关系，但由于行

业协会在法理上是会员企业结社的产物，会员企业的支持是行业协会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因此

会企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外界的关系更重要（胡辉华等，2016）。

在西方国家，行业协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从代表型组织到控制型组织（Waarden，1992），这一

趋势可能会使行业协会走向法团主义者所提出“私益政府”（Streeck 和 Schmitter，1985）那样对会

员企业进行控制和产生影响。转型期中国的行业协会并不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组

建方式、发展定位、承担职能等均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实际的观察及许多案例研究表明，

中国的行业协会实质上既非私营企业利益整合或者用来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工具，也并不构成

私营企业主发起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纪莺莺，2015）。利益集团理论（Schmitter 和 Streeck，1999）

和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1995）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行业协会的组织性质、会企关系及其对企业

行为的影响。我们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深入观察中国的现实世界，从中寻找现实的依

据，以避免被理论扭曲和误导我们的认识。

在中国情境下，大多数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认为行业协会为了其自身的生存，要么

依附于政府，要么依附于会员企业（王诗宗等，2014）。中国现有的行业协会起初大多都是政府为

了微观地管理行业、市场或产品而由政府创办并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行使行政职能的，它

们并非出于企业自愿结社的内在需求，而是出于行业管理的外在压力，都属于自上而下成立的

官办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嵌入到政府管理的结构和过程之中，越早出现的行业协会，这一点越明

显。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行业协会被赋予行业协调、行业规制、行业自律、行业促进等职能；

相应地，行业协会发挥着管理行业内企业的“亚政府”的角色。对于民间自下而上成立的行业协

会，在不能依靠和借助政府力量的情况下，似乎只能服务于会员企业以换取会员企业的支持才

能生存和发展，求助于“会员逻辑”（The Logic of Membership）似乎是行业协会的必然选择。这样，

行业协会与会员企业之间呈现一种逆向非对称关系（胡辉华等，2016），进而降低行业协会对会员

行为的约束能力。此外，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①原

先具有官办性质的行业协会的职能发生转变，从“准行政”指令转向服务会员，从依靠政府转向

依靠会员，会员逻辑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是上述观点还忽视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在缺乏法团主义基础的国家，行业协会并没有变

成“私益政府”，也并不完全依赖于会员，而是成为一种介于“俱乐部”和“企业”之间的“企业型

非营利组织”（Schmitter 和 Streeck，1999），行业协会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以及存在着通过资源整

合摆脱对资源被动依赖的可能性。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就发现此种情形。以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的 G 省物流行业协会为例，该行业协会拥有会员达 1 700 家，一方面，它不再依附于政府，在摆脱

了政府束缚、干预和控制的同时，也得不到政府的庇护、关照和支持；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转而依

附于会员，为会员提供选择性激励以换取会员在财政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在此前提下，该行业协

会自主运作，以整合资源为着力点进行项目策划及实施，通过对物流生产诸要素和环节的选择、

汲取、配置、激活和有机融合，将分散的资源集中以变革行业，为行业内企业创造环境，为会员提

供新的机会或产生出新的业态，从而使行业协会摆脱了“依附式发展”的宿命（康晓光，2011）。在

这种情形下，行业协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对行业特质性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对

 
①中央政府于 2015年 7月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标志着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真正脱钩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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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社团、工会、政府、消费者组织以及全国性的高峰组织等社会网络的构建和联结能力。

其 二 ， 中 国 的 行 业 协 会 可 能 存 在 与 西 方 国 家 截 然 不 同 的 特 点 ， 那 就 是“党 政 发 声”（Ge，

2014）。在中国，以私营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代表的“两新组织”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十四届四

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种新建立的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需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2016 年 8 月 21 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

意见》，明确了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背景下，党组织在行业协会中的功能定位，强调加

强行业协会中党的建设，发挥党组织在行业协会中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与此同时，行业

协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的十六大首次把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职责

任务写入党章，明确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企业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允许民

营企业主以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的身份申请入党。此外，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也规定

“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这为公司党建工作提供了法

律保障。截至 2010 年底，全国符合组建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中有 99.6% 成立了党组织，规模以

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则有 96% 建立了党组织（李源潮，2012）。这样，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内的组

织关系”这一路径影响企业作为下级党委部门的决策，进而约束企业的行为。

（二）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在与行政机关脱钩前，官办行业协会往往依附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管理并约束着行业内企业的行为；由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业协会，以及原官办行业协会在与行

政机关脱钩后往往遵循会员逻辑，依附于会员企业，双方形成一种逆向非对称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行业协会对会员行为的约束能力；对既不依附于政府也不依附于会员的行业协会，则

通过资源与服务的交换机制来建立平等、互惠的“会企”关系，凭着其对行业特质性资源的整合

能力，以及对社会网络的构建和联结能力，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企业的策略和行为。

此外，行业协会还可能通过“党政发声”这一特别渠道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尽管

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影响或者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来看，行业协会

通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约束企业的行为，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实质上内生于其所面临的制度环

境。从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企业慈善捐赠则是体现了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的一种

策略性互动结果。正如 Campbell（2006）所提出的，如果企业加入了贸易或雇主协会，而且这些协

会提倡或者支持对社会负责的行为，那么企业也倾向于采取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对中国的行业

协会而言，推动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其职能和巩固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在

转型期中国的特殊背景下，行业协会是在政府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动释放制度空间的

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政府希望行业协会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希望体现在

各种政策法规对行业协会职能的规定中。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行业协会被赋予以协会为平

台，引导企业在行业自律、环保节约、安全生产、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以及参与社会救助和公益慈

善事业等方面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职能（孙春苗，2009）。这些职能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

度则成为了行业协会获得生存发展的合法性，以及获得政府部门的认可、资源和政策支持的关

键。因此，推进行业内生产守则的标准化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和施行成为了行业协会

的主要目的之一（姚洋和钟宁桦，2008）。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众多指标中，企业慈善捐赠是一

个社会显示度最高、效果最明显的指标，因此也就成为了行业协会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

要抓手。在这种情形下，行业协会往往通过资源与服务的交换机制、选择性激励措施、组织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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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活动和扮演劝募的角色，甚至采取游说的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此外，行

业协会及其背后的社会网络关系既是企业希望努力获取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本（杜勇和陈建英，

2016），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法律制度尚未健全情形下对企业产权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陈凌

和陈华丽，2014）。根据交换逻辑，行业协会在为企业提供累积社会资本平台和产权保护机制的

同时，往往会要求企业承担某种相对强制性的而非完全自愿性的义务，当然包括慈善捐赠。

对企业而言，同样地，首要的问题也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这一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对

中国民营企业尤为重要。从合法性角度来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源自社会的赋予，企业必须

在特定的社会体制条件下获取并巩固其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因此企业活动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

体制的基本规则相兼容（眭文娟等，2015）。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体系中，经营业绩并非

保障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充要条件，它们比较容易受到某种歧视。比如，它们普遍被认为只顾

眼前利益而罔顾社会责任，因此缺乏稳定的合法性地位和社会认可度。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担任

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外，加入行业协会也成为了民营企业日常生存的政治

策略。通过行业协会有组织的行动，民营企业无形中增强了其与其他组织的讨价还价能力，改变

单个企业势单力薄的弱势地位，还可以通过遵从官方的规章制度和响应行业协会的慈善活动要

求来展示自己对体制的忠诚，进而维持生产经营的合法性（田志龙等，2007；蔡欣怡，2013）。从战

略性视角来看，慈善捐赠具有即时广告效应，成为企业提高社会美誉度、改善经营绩效的重要工

具；同时，加入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也是企业提高其在社会上的可见性和知名度

的重要途径（眭文娟和张慧玉，2015）。除了交换逻辑发挥着作用外，企业通过行业协会提高自身

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的曝光度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政府、媒体、公众和同行的社会压力，多种力

量重合在一起将会促使他们采取适应性策略，顺应行业协会的募捐要求，积极参与慈善捐赠和

公益事业（高勇强等，2011）。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会有更

多的慈善捐赠。

（三）行业协会与党组织的交互作用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预期行业协会和党组织均会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两者共存于

民营企业当中，产生交互作用，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可能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

面，党组织可能会削弱行业协会的影响。在企业内建立党组织可视为民营企业向外界传递的一

个信号，这个信号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生产经营的政治合法性，可能会降低民营企业通过行业

协会获得社会合法性的路径依赖，进而削弱行业协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力，包括慈善捐赠（梁建

等，2010）。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的“党政发声”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构成影响，因

而增强了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组织服

从上级组织，作为下级的会员企业的党组织需要服从作为上级的行业协会的党组织，因此行业

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渠道发挥并增强它对企业的影响。

2013−2015 年我们在 G 省的调研为上述发现提供了有力的一手证据。以 G 省食品行业协

会为例，该协会成立于 1981 年，拥有 1 000 多个会员企业，属于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成立的协

会。该协会通过行使政府让渡的行政职能，可以实施其对行业内企业行为的干预。例如，在

2003 年“非典”事件中，为了响应 G 省食品行业协会的号召，省内食品、药品企业扩大产品和药品

的生产以满足临时性市场需求，主动捐钱捐物，并向疫情严重区域调运物资，获得了高度的社会

评价。2006 年后，G 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行业协会进行整改，割断了行业协会与政府在行政

和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导致行业协会获取政策信息和传达行业发展信息的渠道不再像以前那么

通畅，协会作为联系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可能受阻。进一步地，行业协会原先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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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和奖罚机制对会员企业的约束力也可能随之降低。为此，G 省食品行业协会创新性地提出

在协会内部建立“产业（行业）党委”模式，即通过协会党委贯穿上下级党组织，作为下级的会员

企业的党组织需要服从作为上级的行业协会的党组织，使得协会管理和约束行业中的企业这一

职能真正落地。例如，该协会在 2010 年 6 月首个“G 省扶贫济困日”组织会员企业捐款 4.25 亿

元，并为贫困山区提供资金资助和专家人才，以发展当地经济，帮助贫困山区解决脱贫问题。这

种模式反映出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背景下，党组织可以将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的外部

关系内化为“党内的组织关系”，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特殊路径发挥并增强它对企业的

影响，从而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

综上所述，行业协会与党组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企业的慈善捐赠，这

种作用可能是相互促进的，也可能是相互替代的。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对立的假设：

假设 2a：行业协会与党组织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产生正向的交互作用，即党组织增强了行业

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

假设 2b：行业协会与党组织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产生负向的交互作用，即党组织减弱了行业

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

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 2010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具有覆盖面广、可信度高、代表性强等

特点，被广泛用于慈善捐赠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研究（梁建等，2010；高勇强等，2011；高勇强

等，2012；陈凌和陈华丽，2014）。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对销售收

入、利润率等个别变量的极端值进行了 1% 缩尾处理；（2）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大于 100% 的异常样

本。我们最终获得 1 348 个初始的基准观测值。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所指的慈善捐赠是 2009 年企业为扶贫、救灾、环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

助过的现金以及捐助的实物、工程劳务折合的现金。本文借鉴高勇强等（2011）、陈凌等（2014）的

做法，采取慈善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don）作为基准测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考虑了如下

两种测量方法：（1）剔除可能以抵税为实质目的的捐赠额度后，对慈善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

（don_adj）；（2）构建慈善捐赠行为（don_dum）虚拟变量，进行了慈善捐赠的企业被编码为 1，否则

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行业协会（asso），为二值虚拟变量。调查问卷中，

设计了“您是否参加了政府部门主管的行业协会？”的题项。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高勇强等（2011）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构建工商联主管的下属

协会（fed_asso）和工商联会员（fed_member）两个虚拟变量，将其作为行业协会的替代变量，考察不

同性质的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

3.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主特征变量、企业特征变量和行业与地区特征变量：

（1）企业主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家的性别（sex）、年龄（age）、教育程度（edu）、党员身份

（CPCmember）、社会责任意识（sense）和政治关联（policonn）等。

（2）企业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党组织（party）、企业年龄（firmage）、企业规模（size）、销售利润率

（profit）、资产负债率（dta）、纳税额（lntax）、出口行为（export）以及研发投入（r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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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与地域特征变量。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衡量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

以控制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构建了行业虚拟变量对行业效应进行控制，并将企业

所处的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66% 的样本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变量相关系数显示，变

量行业协会与企业慈善捐赠显著正相关（β=0.305，p=0.000），这意味着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更有

可能进行慈善捐赠。T 检验和 Wilcoxon 检验的结果显示，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慈善捐赠对

数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8.780 和 8.517）显著低于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慈善捐赠对数的均值和

中位数（分别为 10.122 和 10.275）。这也意味着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四、模型与结果

（一）OLS 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Donate = α0+α1asso+βX+γi+γj+µ （1）

α1

γi γj

α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慈善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核心解释变量是行业协会 asso，系数 是我

们关注的重点；X 是控制变量，行业效应 和地区效应 分别捕捉行业和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

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u 为随机扰动项。根据假设 1，我们预期系数 为正。

表 2 中列（1）−列（3）报告了 OLS 基准回归结果。列（1）中的单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行业协会

asso 的估计系数为 1.206，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加入了行业协会的企业表现出更多

的慈善捐赠。列（2）加入企业主特征、企业特征和市场环境等系列控制变量，行业协会 asso 的估

计系数为 0.436，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列（3）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和地区效应，行业协会

asso 的估计系数为 0.411，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加入了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企业慈善捐赠 don 慈善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

行业协会 asso 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主性别 sex 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

企业主年龄 age 2010—出生年份

企业主教育程度 edu 大专及以上取值为1，否则为0

中共党员 CPCmember 企业主为中共党员取值为1，否则为0

社会责任意识 Sense 以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为代理变量，有宗教信仰，则社会责任意识取值1，否则为0

政治关联 policonn 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取值为1，否则为0

党组织 party 企业建立党组织取值为1，否则为0

企业年龄 firmage 2010—企业注册的年份

企业规模 size 营业收入取对数，反映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 profit 企业实现的总利润对销售收入的比率，反映企业获利能力

资产负债率 dar 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反映企业负债水平

纳税额 lntax 企业纳税额取对数

出口行为 export 企业向境外出口产品取值为1，否则为0

研发投入 rd 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反映企业研发投入情况

市场竞争程度 HHI 以销售收入计算的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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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的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会捐赠更多。本文的假设 1 得到了验证。另外，控

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表 2    估计结果

Panel A：被解释变量为don

（1）OLS （2）OLS （3）OLS
第二阶段

（4）Treatment-mle （5）Treatment-ts

行业协会 1.206*** 0.436*** 0.411*** 2.817*** 3.715***

（0.112） （0.095） （0.096） （0.214） （1.014）

企业主性别 0.164 0.155 0.106 0.107

（0.137） （0.140） （0.135） （0.138）

企业主年龄 0.004 0.005 0.007 0.006

（0.005） （0.005） （0.006） （0.006）

企业主教育程度 0.107 0.081 0.121 0.129

（0.094） （0.098） （0.099） （0.101）

中共党员 0.265*** 0.238** 0.248*** 0.272***

（0.092） （0.093） （0.094） （0.096）

社会责任意识 0.195* 0.159 0.561*** 0.480***

（0.108） （0.109） （0.123） （0.167）

政治关联 0.839*** 0.827*** 0.176 0.175

（0.099） （0.103） （0.107） （0.109）

党组织 0.208* 0.239** 0.065 0.114

（0.108） （0.109） （0.109） （0.112）

企业年龄 0.029*** 0.029*** 0.007 –0.001

（0.011） （0.011） （0.013） （0.018）

企业规模 0.260*** 0.262*** 0.132*** 0.087

（0.045） （0.046） （0.050） （0.078）

盈利能力 0.866*** 0.802*** 0.871*** 0.830***

（0.246） （0.251） （0.273） （0.273）

资产负债率 –0.004* –0.004** –0.003*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纳税额 0.239*** 0.224*** 0.226*** 0.222***

（0.044） （0.046） （0.045） （0.045）

出口行为 0.132 0.215 0.166 0.135

（0.128） （0.132） （0.136） （0.139）

研发投入 1.199 1.228 0.628 0.714

（0.963） （0.977） （0.866） （0.877）

市场竞争程度 –0.182 –2.633*** –4.410 –5.090

（0.646） （0.451） （3.212） （3.710）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0.784 –0.941
ρH0： =0 110.52***

Log likelihood –3 000.458

R2
0.153 0.435 0.445

观测值 1 348 1 348 1 348 1 245 1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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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理效应模型估计：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 OLS 估计结果表明，加入了行业协会的企业比未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慈善捐赠更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协会固然会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但是也有可能是慈善捐赠更多的

企业更加积极加入行业协会，那些捐赠更少的企业可能不愿意加入行业协会。这一逆向因果关

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会使得上述 OLS 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借鉴魏下海等（2013）、魏下海等

（2015）和贺小刚等（2015）的做法，采取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effects model）来处理上述内生性

问题。处理效应模型由如下两个方程组成：

回归方程为：
Donate = α0+α1asso+βX+γi+γj+µ （2）

处理方程为：
D∗ = δ+λZ+γi+γ j+ ν

Prob(asso = 1|Z) = ∅(λZ)
Prob(asso = 0|Z) = 1−∅(λZ)

（3）

ρ , 0

式（3）是决定企业是否加入行业协会的选择方程，其中 D*为连续型潜变量，Z 为工具变量

集。如果 D*>0，则 asso=1，否则 asso=0。采用处理效应模型的前提是，上述两个方程的随机误差

项 u 和 v 之间存在共同参数，其相关系数 。

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时，需要寻找影响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工具变量。本文参照魏下

海等（2013）和贺小刚等（2015）的做法来选择工具变量。具体而言，工具变量由内部和外部工具

变量组成，其中内部工具变量来自回归方程中的政治关联（policonn）、企业年龄（firmage）、企业规

模（size）以及行业和地区效应，外部工具变量包括企业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socstatus）、非利

益代表（即企业家对行业协会能否代表企业利益的判断，constraints_int）以及内部治理问题（即企

业家对行业协会存在内部治理问题的感知，constraints_gov）等。①

 
①调查问卷中有两个题项。题项 1：您是否认为“行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政会不分，难以代表行业的利益”。回答为“是”，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我们将该题项的分值称为变量“非利益代表”（constraints_int）。题项 2：您是否认为行业协会存在如下问题“行业组织内部

治理结构不健全，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费收支行为不规范”。回答为“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我们将该题项的分

值称为变量“内部治理问题”（constraints_gov）。如果上述变量取值为 1，表明企业家认为行业协会存在制约其健康发展和正常发挥作用的因

素，则可以预期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意愿降低；反之亦然。

续表 2    估计结果

Panel B：被解释变量为行业协会 第一阶段

政治关联 0.210** 0.257***

（0.083） （0.086）

企业年龄 0.024*** 0.027***

（0.009） （0.009）

企业规模 0.148*** 0.160***

（0.021） （0.021）

企业家社会地位 –0.074*** –0.041*

（0.018） （0.024）

非利益代表
–0.163*** –0.163**

（0.062） （0.079）

内部治理问题
–0.110* –0.151*

（0.063） （0.081）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245 1 24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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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本文采取最大似然法（mle）和两步法（twostep）来估计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 中的

列（4）−列（5）。在列（4）的第二阶段结果中，两个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0.784，似然比检验结

果表明行业协会属于内生虚拟变量，这意味着采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恰当的，且行业协

会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5）的结果类似。可见，即使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加入了行

业协会的企业仍然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表现出更多的慈善捐赠。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首先进行了如下检验：（1）针对被解释变量，我们将捐助额扣

除利润后乘以 12%，再对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慈善捐赠，估计剔除以抵税为实质目的的捐

赠的影响；根据是否发生捐赠来构建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虚拟变量，并采用 probit 回归来检验行业

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2）针对解释变量，使用工商联主管的下属协会和工商联会员

两个替代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3）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子样本，以考察行

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地区差异性。在上述情形下，结果仍然是稳健的。

此外，考虑到前述结果主要是基于 2010 年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进一步采用 2004 年、

2006 年、2008 年和 2012 年这四次调查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对于不同年份数据

均成立。如前所述，本文主要采取处理效应模型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样本数据

的限制，用于处理效应模型的部分外部工具变量（如 constraints_int 和 constraints_gov）仅在

2010 年出现，其他年份并无该变量的数据，因此对其他年份的数据无法使用同一处理效应模型

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我们使用基于最近邻匹配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了稳健性检

验。PSM 估计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对于 2006 年以来的数据，不管是否进行匹配处理，处理组

和对照组的均值差异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于 2004 年的数据，匹配前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均值差异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匹配后两者均值差异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再次表

明行业协会提高企业慈善捐赠这一结论对于不同年份的数据是成立的。但从 ATT 估计值来看，

经过匹配后，其估计值均明显降低，表明若不考虑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自选择问题，则会明显高

估其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

五、进一步讨论

（一）行业协会与党组织的交互作用

本部分检验行业协会与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究竟产生正向还是负向的交互作用。首先，

表 3    基于最近邻匹配的 PSM 估计结果

年份 样本 处理组 对照组 ATT 标准差 T值

2012
匹配前 9.109 3.220 5.889*** 0.183 32.16

匹配后 8.993 6.981 2.011*** 0.507 3.97

2010
匹配前 10.110 8.776 1.344*** 0.119 11.30

匹配后 10.110 9.590 0.520*** 0.176 2.94

2008
匹配前 11.866 10.371 1.496*** 0.097 15.36

匹配后 11.848 11.434 0.414*** 0.157 2.64

2006
匹配前 11.123 9.976 1.147*** 0.112 10.24

匹配后 11.107 10.620 0.487*** 0.172 2.82

2004
匹配前 11.118 10.053 1.064*** 0.110 9.71

匹配后 11.081 10.770 0.312** 0.159 1.96

　　注：为节省篇幅，表中仅列出基于最近邻匹配的PSM估计的最终结果，详细过程和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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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加入行业协会与党组织的交互项（行业协会×党组织）。其次，将企业是否成立党组织，

同时企业主是否为中共党员构建虚拟变量“双覆盖企业”（dual，即企业设党组织，同时企业主为

中共党员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然后再与行业协会虚拟变量建立交互项（行业协会×双覆盖企

业），放入回归模型。待估模型分别为：

Donate = α0+α1asso+α2asso× party+α3 party+βX+γi+γ j+µ （4）

Donate = α0+α1asso+α2asso×dual+α3dual+βX+γi+γ j+µ （5）

如果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则表明两者的关系是相互增强的；如果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则表明

两者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的。表 4 报告了回归结果。列（1）的结果表明，行业协会和党组织两个变

量的主效应同前述模型一致，即两者对企业慈善捐赠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两者组成的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行业协会和党组织两种力量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

即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随着党组织的建立而增强。列（2）的结果显示，双覆盖企业的

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行业协会的系数显著为正；交互项（行业协会×双覆盖企业）的系数显著

为正，与列（1）的结果相近。综合来看，在各种情形下，两种因素叠加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果

最为显著。这意味着行业协会和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体现一种交互效应，也就是说，党

组织的存在提高了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正向作用。因此，假设 2a 得到了支持。

（二）行业协会与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差异

前面提到，企业的政治策略和行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直

接参与政治活动以建立政治关联；另一种是通过加入行业协会，建立了行业协会与企业、企业与

企业，乃至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吴军民，2005）。已有较多文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

捐赠的影响（戴亦一等，2014；杜勇和陈建英，2016），上文分析也表明，民营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

的关联关系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慈善捐赠，那么，这两种策略和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

有何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但尚未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采用 OLS 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进行估计，待估模型分别为：

Donate = α0+βX+γi+γ j+µ （6）
Donate = α0+α1asso+βX+γi+γ j+µ （7）

Donate = α0+α1 policonn+βX+γi+γ j+µ （8）

式（6）是控制变量模型，式（7）是在式（6）的基础上加入了解释变量行业协会（asso），式（8）则

是在式（6）的基础上加入了另一个解释变量政治关联（policonn）。通过比较式（7）和式（8）中 R2 的

表 4    行业协会与党组织的交互作用

（1） （2）

行业协会与党组织的交互作用

党组织 0.423**（0.175）

行业协会 0.483***（0.114）

行业协会×党组织 0.661***（0.142）

行业协会与“双覆盖企业”的交互作用

双覆盖企业 0.276（0.228）

行业协会 0.488***（0.105）

行业协会×双覆盖企业 0.492***（0.171）

观测值 1 348 1 348

　　注：为节省篇幅，表中未报告控制变量结果，留存备索。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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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来检验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对企业

慈善捐赠影响效应的差异。表 5 报告了回

归结果。

表 5 中列（1）的结果显示，控制变量模

型的 R2 为 0.407；列（2）在列（1）的基础上

加 入 了 新 增 解 释 变 量 行 业 协 会 ， 模 型 的

R2 为 0.416；列（3）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

新 增 解 释 变 量 政 治 关 联 ， 模 型 的 R 2 为

0.438。由此可见，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

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这一实证结果

比较符合转型期中国的现实情况。如前所述，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内生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在

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力干预的环境下，行业协会只是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了获

得关键性生产要素，与政府建立直接的政治关联成为了企业的首选策略，加入行业协会次之。相

应地，直接的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也就比行业协会的影响要大。

六、结　论

转型期中国的行业协会能否真正发挥其影响力，进而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这是

一个颇具争议性，同时又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私营企业调

查”的数据，定量考察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企业会有更多的慈善捐赠。即便在采取处理效应模

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内生性影响、考虑了变量的不同测度方式等问题后，上述结果仍然保

持稳健。为了尽可能克服横截面数据难以充分验证变量间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在采取 2010 年

数据进行基准分析后，还使用 2004 年、2006 年、2008 年、2012 年这四年的数据逐年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不同年份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

企业加入了行业协会，那么企业更加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行业协会

和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体现为一种交互效应，即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特殊路

径增强它对企业的影响，从而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比较了行业协会与政治关联对企业慈善

捐赠的影响效应差异后，本文还发现，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

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

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行业协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一方面，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可能更多的是企业对其所面临的

组织情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加入行业协会成为民营企业获得合法性的一种策略，为了得到行

业协会的资源、服务和机制保障，企业往往会顺应行业协会的要求，积极地进行慈善捐赠。因此，

为了做好扶贫济困工作，进一步提高企业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意愿和参与度，需要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党组织是行业协会借此促进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途径之一。就

这一点而言，本文的发现与《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的

主要精神是契合的，即在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新形势下，需要加强行业协会和民营企业

为代表的“两新组织”的党的建设，发挥党组织在其中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在定量检验行业协会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整体影响效应方面

做了有益的推进，采取了处理效应克服内生性问题，而且也通过了多年截面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表 5    行业协会与政治关联的影响效应比较

（1） （2） （3）

行业协会 0.463***（0.098）

政治关联 0.852***（0.1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407 0.416 0.438

观测值 1 348 1 348 1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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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不是每个企业每年都会进行同样的慈善捐赠，在没有面板数据的情况下，无法考察时间

的变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此外，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除了行业协会的性质外，未能细

分行业协会的具体维度（如行业协会的历史渊源、组织结构、规模、资源及其治理机制等）对企业

慈善捐赠的影响效应。这些都是后续研究值得努力的方向。

　　* 感谢暨南大学产业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决策研究实验室研究项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的资

助；同时，也感谢暨南大学陈林教授、赵子乐博士提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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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Firms Joining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Donate More?
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Survey

Chen Guiwu1,  Hu Huihu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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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haritable donation is considered as one typ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Previ-

ous researches have devoted many efforts to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donation，including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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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ic motivations，political consideration，and management opportunism. However，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xploring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a government and a firm，and their

consequences on the giving behaviors of private firms. Therefore，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in China，particularly，whether private firms joining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donate more than those

not belonging to any association？ how do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s and the primary organiza-

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influence the giving behaviors of private firms？ what are the dif-

ferences in the impacts of the association-firm connections，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namely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irms and governments，on the donating behaviors of private firms？

       We answer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theoretical analysis hypothes-

izes that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can foster business charitable donations by ways of sub-government adminis-

trative commands，the logic of membership，the exchange mechanisms of resources and services，as well as

Party voice. In particular，CPC is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an industrial associ-

ation can exert influence upon firms’ giving initiatives and behaviors. On the other hand，a unique data set

from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Survey in 2010 i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OLS re-

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that join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demonstrate higher levels of charitable dona-

tions.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problem of the regressor，i.e. the dummy variable concerning whether a firm

joins an industrial association，is addressed by treatment-effect model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charitable donations，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different subsamples of the dataset. The data sets in 2002，2004，2006，2008 and 2012 are also used to con-

firm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CPC control in terms of es-

tablishing a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 in a firm and the business owner being a party member has a signific-

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irm’s charitable donations. Furthermore，results show that the association-firm

connections demonstrate a weaker influence on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s of a firm，compared to form-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aritable donations can be a strategic response of a firm to organizational con-

text it faces，and that even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al China，industrial associations can be a stable institu-

tional factor affecting the behaviors of firms. The implication derived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and CPC control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CSR in private firms.

       This study is among the first to use nationally-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from China to analyze the ef-

fects of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on private firms’ charitable donations，especially in terms of compar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association-firm connection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corporate giving behaviors. It not

only enrich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rporate philanthropy，but also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fully un-

derstanding how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in China exert their influences on firms’ giving behavior.

Key words:  industrial association；  charitable donation；  private enterprise；  treatment-effect mode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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